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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东

和平进程启动作为冷战国际关系史中的两件大事，

深刻影响亚太地区、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

格局和后续历史走势。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

内外学界都以较为割裂的方式看待这两个事件。随

着“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New Cold War His⁃
tory)浪潮的兴盛，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冷战研究的史

料、视角和对象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拓展，不过，

对冷战中后期中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双边问

题、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或西太平洋新的安全经济格

局等方面，而有关 1973年十月战争后中东和平进程

的文献则多关注美国在和平谈判中的作用和失误以

及相关各国领导人如何面对国内和国际的“双层博

弈”，既有研究依然很少直接涉及 20世纪 70年代末

到80年代初中国、美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

过程、各方的主要考量动因及其相应的政策影响。①

同时，尽管有关中国在整个冷战时期对第三世界外

交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关注的焦点主要还是

集中在朝鲜半岛、东南亚等近邻地区或作为“觉醒的

大陆”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而关于中国对中东的战略

和政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转型研究依然比

较薄弱。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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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已解密的各方外交档案以及新出版的多

位当事人年谱、传记和回忆录等，为剖析 1977年到

1982年以阿以问题为核心的中东和平进程以及深入

探讨中国在其中的一系列立场和活动提供了可

能。③通过研究大量相关史料，本文尝试对中国在中

东地区问题上从“联美制苏”到奉行独立自主的地区

和平政策的重大转变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也

为考察中美在全球事务中的复杂联系、中国和中东

地区国家的关系演变以及中国主动“告别冷战”的历

史进程提供新的视角。④

一、“联美制苏”战略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启动

纵观20世纪70年代世界政治中的两极格局，总

体上处于“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在全球多个区域

广泛出击进行战略扩张的同时，苏联也在中苏和中

蒙边境地区部署重兵，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国防威

胁。⑤到1977年，中国的新领导层仍然坚持着毛泽东

时期确立的“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即中国应与

其他国家一道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

同应对苏联的扩张势头。这一外交战略自然也为中

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设定了基调，即指责

超级大国是导致该地区局势紧张和冲突长期存在的

根本原因。

具体到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冲突的问题上，中

国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持续表达对阿拉伯方面的

支持，并经常对以色列展开批评。不过，此时中国关

注的焦点是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领导下的埃

及。自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与苏联之间

的矛盾日益激烈、难以调和，萨达特最终于1976年正

式废止了作为两国同盟基础的《埃苏友好合作条

约》。中国将埃苏关系的恶化视为苏联在第三世界

的一大挫败，期待埃及的行为将成为更多中小国家

反对“苏修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新的开端”。⑥

中国不仅在政治表态上积极支持埃及，而且也以实

际行动对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试图压服埃

及，苏联政府扣押了埃及空军送返苏联进行检修的

120台飞机发动机。在收到埃及方面的求助信息后，

中国以最快速度向埃及免费提供了 30台仿制的米

格-17飞机发动机，随后又赠送了一批战机、坦克及

相关零部件，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填充了埃及由于苏

联“卡脖子”而造成的国防力量缺口。⑦萨达特毫不

掩饰他对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支持的感激态度。在

1977年 4月和美方的会谈中，萨达特表示中国制造

的武器质量完全不输苏制装备，并且中国基于米格-
19改进的歼-6战斗机实际上“比苏联原版的航程还

要更远”。⑧

当中国和埃及在对抗苏联的问题上因为共同的

立场而联系日益紧密时，1977年美国也开始了新一

轮调和阿以冲突的尝试。此前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

时期，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就曾通过“穿梭外交”

的方式促成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两项临时性的脱离

接触协议。不过由于国内外一系列事件和丑闻的

影响、特别是接连受到水门事件和南越政权覆灭

的冲击，美国行政当局没有办法把更多的时间精

力投入到中东事务之中，阿以双方的和谈也基本

陷入停滞状态。到了 1977年 1月，吉米·卡特宣誓

就任美国总统。卡特和他的副总统搭档沃尔特·

蒙代尔 (Walter Mondale)在当选前后的多个场合都

表示，其政府的总体目标是塑造一个符合美国利

益的“更加和平与稳定的世界”，而发展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关系以及解决阿以冲突是其中重点关

注的两个方面。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东问题成为中美之间在会

谈磋商中不可或缺的话题，特别是美国试图就其重

启阿以和谈的努力获得中国方面的理解和帮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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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政府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在 1977
年 8月首次访问北京时就直接呼吁中国在新形势

下与美国就中东问题展开合作，强调“中东的和平

与稳定符合你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⑩

而根据卡特和万斯的最初构想，美国在启动中东

和平进程中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召开曾于 1973年底

举行、由美国和苏联担任联席主席的中东问题日内

瓦会议。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中国欢迎美国在解决中东

地区持续冲突和动荡的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因为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中东和平进程能顺利启动，那么

至少将在两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其一，中国认为，

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中东将使苏联难以对该地区实施

渗透并施加影响。其二，中国的官方立场仍然是坚

定支持阿拉伯方面收复失地的“正义斗争”和恢复

“所有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考虑到之前在美国

斡旋下的两项埃以脱离接触协议都在西奈半岛得到

落实，所以美国对阿以全面和平的承诺的确为阿拉

伯人进一步以和平方式收复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

争中失去的土地创造了一个机会。

尽管中国在总体上对美国主导中东和平进程持

积极态度，但也在三个方面明确提出了自身的意见

与担忧。第一，中方严肃地告诫美国一定要“用双

手”来处理中东和平问题，即要对以色列人和阿拉伯

人采取公平公正的态度和政策。特别是1977年梅纳

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

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首次在

大选中击败了自建国后就连续执政的中左翼工党。

一开始中国对这一变化流露出相当负面的看法，因

为利库德集团主导的右翼政府似乎比以色列之前的

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加排斥向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

人做出任何让步。尤其在卡特政府的高级官员公

开承诺美国不会通过威胁减少军事援助来诱使以色

列放弃所占领的土地后，中国更加担心美国可能无

法有效限制以色列新政府的对抗性举动。邓小平

在北京接见万斯时就明确指出，“如果你们能约束住

以色列，那么美国(在中东)的优势或许还能维持得更

久一些……但如果不能的话，那(地区态势)就将再次

发生变化。”万斯在回应时向中方保证，华盛顿“想

要公平地对待争端双方”。他指出美国不仅向埃及

提供军事装备，还每年拿出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来

帮助萨达特总统“维持他的经济和社会计划”。万

斯还表示，美国政府在许多问题上都与以色列的新

总理意见不一致。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应该回到

1967年的边界，其中仅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边界)稍
作一些调整(minor modifications)”。

第二，中方关心巴勒斯坦问题是否能作为和平

进程的一部分而在未来得到妥善解决。当时中国与

巴解组织的关系正处于低谷，特别是对巴解内部派

系林立的状态和其组织的有效性颇有微词。同时，

中方也对当时巴解组织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密

切的联系和互动并不满意。1977年 6月，中国外交

部长黄华在北京接见由阿布·杰哈德(原名哈利勒·

瓦齐尔)率领的巴勒斯坦代表团时就多次点名指责

苏联“破坏阿拉伯团结”，巴勒斯坦方面则非常谨慎

地并没有附和。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中国政

府仍然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奉为自

身中东政策的标杆和旗帜。考虑到美国政府尚不

承认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中方

专门提醒美方应该为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解决创造

有利条件，而不是制造更大的障碍。对于中方在这

一问题上的担忧，美方在回应时选择避实就虚，重申

坚信“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中东问

题”，并且支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实体或家园(a 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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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nian entity or homeland)”。

第三，中方对美国通过日内瓦会议这一机制来

解决中东问题的计划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中国领导

人认为，既然中美当前在中东共同的基本利益是抵

制苏联的战略扩张，那美国方面邀请苏联来重新召

开日内瓦会议明显偏离了中美双方的共同目标。

更重要的是，此前的中东问题日内瓦会议作为并不

完善的多边机制就已经暴露出了效率低下的不足。

特别是这时阿以冲突问题牵扯多方，在各方都有自

身利益和复杂算计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使会议变成一

场无休无止的拉扯。中国担心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只会有利于苏联在中东地区进行重新布局。黄

华在和美方的会谈中就提出，如果“拖延太久”只会

造成中东各方政治上的不稳定，“而那将给苏联社会

帝国主义提供可乘之机”。不过，一向极力主张优

先缓和美苏关系的万斯对这一劝诫不以为然，在与

中方的会谈中反复坚持“在年底前召开日内瓦会议

始终是一个可行的目标”。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

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加上万斯又以“最大限度”试探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最终使其在 1977年夏天

的访华之旅不欢而散。

和中国一样，埃及方面也对日内瓦会议机制的

有效性提出了明确质疑。因为单就是否应该允许巴

勒斯坦代表前往日内瓦参会的问题上，叙利亚和以

色列两国就存在着几乎完全无法调和的矛盾。1977
年 10 月 10 日，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达扬 (Moshe
Dayan)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多次强调拒绝巴解

组织参加日内瓦会议，而叙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勒·

哈利姆·卡达姆(Abdul Halim Khaddam)则针锋相对地

表示，如果不邀请巴解组织，那叙利亚也“永远不会

去日内瓦”。在这样的僵局下，面临国内经济重压

而渴望早日达成和平的萨达特对重开日内瓦会议的

进展愈发悲观，抱怨日内瓦会议机制下的“程序性问

题已经盖过了和平的实质性要素”。为了“加大力

度使和平进程能够加速迈向最终解决”，萨达特在

11月初写给卡特的信中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方

案，即迅速地争取在 1977年底在东耶路撒冷召开

一次史无前例的中东问题国际峰会，直接邀请包

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

国的领导人以及中东地区有关各方代表前来参

加。当萨达特很快意识到这个激进的峰会倡议

注定无法实现之后，他决定亲自前往耶路撒冷。

在全世界震惊的目光中，萨达特于 1977年 11月 20
日抵达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随后他在

以色列国会的演讲中宣布，在之前四次中东战争

中始终站在反以第一线的埃及现在愿意接受与以

色列的和平。

中国密切关注萨达特的以色列之行，《参考消

息》从 1977年 11月 20日到 24日每天都用了至少一

半的版面来密集介绍各方对埃及总统访以的反应。

虽然黄华在中美对话中私下里赞赏了萨达特敢于行

动的精神，但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开表达对访问的支

持。萨达特这次历史性的36小时访以行程在整个阿

拉伯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巴

解组织与叙利亚、利比亚、民主也门(南也门)以及阿

尔及利亚等国频繁互动，最终建立了“坚定与对抗阵

线”(Jabhat al-Sumud wal-Tasadiy)以反击埃及方面的

“背叛”。苏联为了避免自身在中东问题上被边缘

化，很快开始给对抗阵线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同时苏

联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抨击埃及的“投

降主义政策”。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较为支持其主导和平进程

的那些地区“温和国家”和对抗阵线之间的矛盾在当

前已难以调和。同时美国也无法忽视这一事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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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中东地区的所有主要合作伙伴都对苏联抱有深

深的怀疑态度。此外，1977年到1978年在非洲之角

爆发的欧加登战争导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

系加剧，卡特政府也必须重新评估苏联是否真有意

愿在第三世界与美国进行“缓和”与“合作”。在这样

的情况下，美国根据形势发展在中东问题上做出相

应调整：一方面，卡特政府希望通过更多的援助来鼓

励“温和国家”保持并加强和平进程的势头。1978
年初，美国参议院批准了白宫提出的向以色列、埃及

和沙特阿拉伯三国出售价值48亿美元军用飞机的决

定。另一方面，1978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

员在一份内部文件中不得不承认，“我们之前向中国

人表示通过召开日内瓦会议将取得(国际和地区安

全方面的)进展，但这种乐观态度现在已经被证明其

实是没有根据的”。

不久之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开始对北京进行工作访问。事实上自出

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之初，布热津斯基就谋求

迅速与中国建立安全合作关系以对抗苏联。因此，

相较于前一年万斯访华时所提出的中美两国在中东

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模糊构想，布热津斯基在这次访

问中提出的和平进程新愿景明显更符合中国方面的

期望。布热津斯基在与黄华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当

前在中东“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最终建立一个反制苏

联的强大联盟——包括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和以

色列”，并且“我们在该地区的和平努力”将始终不忘

这一战略目标。

中方在会谈中同意布热津斯基的看法，即“一个

不受苏联影响的中东是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利的

中东”，并同时敦促美国政府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

的机会“立即行动起来摆脱被动局面”，特别是应该

向以色列方面施加更多压力来满足阿拉伯人的诉

求。随着会谈的深入，布热津斯基明确表示，美

国希望中国能在两方面为当前的和平进程做出贡

献。一方面，美国请求中国向对抗阵线施加影响

以缓和局势。布热津斯基告诉黄华，“无论你们能

做什么——只要能够缓和阿拉伯人的态度”，都将

是“对维护地区稳定和削弱苏联影响力做出的重

大贡献”。另一方面，华盛顿希望中国不仅能够

维持与埃及的关系，还能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

等其他“温和国家”建立联系。布热津斯基特别试

图说服中方应认识到贝京是现代以色列建国以

来最反苏的以色列总理，并且中以建立任何形式

的关系都将有助于实现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的战略

目标。

事实上，美国方面之所以试探促成中以联系的

可能性，不仅仅是出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考虑。

卡特政府一直担心活跃在国会山的台湾游说集团

“会将亲台情绪与以色列游说集团联系起来”，从而

严重破坏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布热津斯基也

同意，如果以色列与中国建立联系，那能让白宫更好

地应对与国会围绕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可能展开的政

治争斗。不过在访华期间，布热津斯基没有直接透

露这层考虑，而是试图给中方“戴高帽”。布热津斯

基对黄华表示，“鉴于中国的崇高威望和重要性”，如

果能有某种方式向以色列人传达自己的观点，那么

将有利于中国直接影响以色列方面的态度。中方则

是冷静地回应，中国不可能声称自己对以色列有影

响力，而且也并不打算这么做。

1978年 9月 17日，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经历

了12天的秘密磋商之后，萨达特和贝京代表埃以两

国在卡特的见证下签署了两项历史性的协议，即《关

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

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天之后，卡特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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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热情接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

柴泽民。美国总统在会面中心情愉悦地介绍了

中东和平进程的最新成就，并期待中国方面能继

续支持，“让我们进一步努力”实现中东地区问题

的全面解决。卡特对柴泽民表示，“鉴于中国的影

响力，我请求你们能通过与阿拉伯领导人以及其他

所有希望在这个动乱地区实现和平的人(的联系)来
给我们提供帮助”。

从中国方面来看，戴维营谈判具有“积极因素”，

对苏联而言是一个“重大打击”。但其结果远非完

美，正如1978年10月黄华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

对万斯表示的，目前的框架协议未能满足“阿拉伯国

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一些正义诉求”，从而在中东地

区给苏联留下了不小的回旋余地。尽管如此，中国

仍然愿意与美国就如何继续推进和平进程进行协

调。中国尝试劝说阿拉伯方面、特别是抵抗阵线的

成员不要过分敌视埃及。根据中国驻中东国家外交

官们的回忆，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给阿拉伯政

府和人民“做工作”，避免阿拉伯人之间的进一步分

裂。中国领导人在北京接待阿拉伯国家和巴勒

斯坦代表团时也反复劝说希望他们多了解埃及面

临的困难，不要轻率地将其孤立起来，否则阿拉伯

人很可能会落入苏联的陷阱，即“牺牲民族独立”

但最终却只为超级大国的利益服务。为了照顾

巴解组织和对抗阵线其他成员的情绪，中国官方

也没有直接对戴维营协议发表评价，媒体上只是

委婉地强调埃及人民“支持萨达特总统为中东和平

所做的努力”。

二、中国与中东地区关键国家加强联系的努力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

京召开。这次会议在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基础上作

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也是首次正式把加

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全军和全

国各族人民在“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同时，中

美两国政府在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后宣布将于1979
年的第一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意味着美国将终

止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官方关系。

从 1979年 1月 29日起，邓小平开始对美国进行

正式访问。在华盛顿特区的会谈中，卡特与邓小平

讨论了包括中东和平进程在内的一系列双边和全球

问题。卡特首先专门感谢中国对于和平进程的帮助

和支持，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中“对萨达特总统非常勇

敢的行动的鼓励”。邓小平肯定了中埃两国之间的

政治互信，但也不忘提醒卡特：中国之所以可以既支

持萨达特的和平努力，但同时又与伊拉克和叙利亚

等国保持良好关系，其关键在于萨达特仍然坚持必

须“归还阿拉伯国家被占领土”以及“恢复巴勒斯坦

人民权利”。考虑到目前埃及和以色列和谈的进展，

邓小平表示中国认为对抗阵线的力量“正在加强而

非减弱”，而苏联方面也在利用他们。卡特在会谈中

重申，他决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争取促成以色列

与约旦和叙利亚两国的和平协议。同时，卡特也再

次询问中方是否有可能与以色列建立任何形式的沟

通渠道。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将以色列视为一个

“客观的现实”，没有道理否认其存在。但是目前中

国没法和以色列建立联系，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在
中东)开展任何工作”。

总体上看，邓小平这次访问是中美关系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双方达成多项重要的合作协议。同时

对于中东地区那些与美国有着紧密政治军事合作关

系的国家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也进一步加强了它

们和中国进行交往的可能性，最终使这一时期中国

与以色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重点国家的联

系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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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中以关系而言，虽然在访美期间中国

领导人否认了与以色列公开进行互动的可能性，但

事实上中以双方的秘密沟通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

中。在邓小平结束访美后不到两个星期，对越自卫

反击战于 1979年 2月打响。同月，一架没有涂装标

记的波音707客机搭载着一批以色列外交部、国防部

以及军工企业的高级代表飞抵中国。虽然尚不清

楚中越两国在边境地区激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

方批准这次秘密访问，但至少有几个因素在中国和

以色列之间建立接触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首

先，以色列的贝京总理和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政府

多次表达了与中国方面建立联系的意愿。早在

1977年 7月，贝京就明确向万斯表示，以色列“愿意

与中国大陆建立关系”，并希望美国能够在这方面

提供帮助。1978年 8月当华国锋访问东欧时，贝

京又通过以色列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阿巴·格芬(Ab⁃
ba Gefen)向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提

出了类似的请求。随后在布加勒斯特和北京，这位

与以色列保持友好接触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

多次向中方提起此事，试图为中以关系正常化发挥

斡旋作用。

其次，从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经决

定开始从西方引进新技术来对既有武器装备进行现

代化改造。虽然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边境冲突已

过去数年，但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中苏之间爆发武

装冲突乃至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依然是一把高悬的达

摩克利斯之剑。不过由于资金短缺且担心与北约

体系不兼容，一直到1979年中国在欧洲、特别是英国

和法国的军备采购尝试都进展得并不十分理想。

因此，以色列在武器价格上的比较优势以及对苏式

装备改造的丰富经验使其成为中国尝试进行合作的

理想伙伴。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在经历了 70
年代中期双边军火贸易的上升期后，以色列尝试向

中国台湾地区扩大武器销售的努力在此时遭到挫

折。1978年，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Israel Aircraft
Industries)开始加紧向中国台湾地区推销其“幼狮”

(Kfir)战斗轰炸机，其首席执行官加布里埃尔·吉多尔

(Gabriel Gidor)专门向蒋经国赠送了英文版的《希伯

来圣经》作为礼物，并在扉页上特意写下“我们随时

准备提供帮助”。美国政府此时也解除了对幼狮战

机的销售禁令。然而，蒋经国向美方表示“不打算去

以色列、或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购买(有关战机的)新
型设备”，因为这会导致维护和供应问题。这场交

易的失败，加之同时期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终止大

批量采购以色列武器，促使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等

以色列重点军工企业开始更加积极地探索包括中国

大陆在内的新市场，吉多尔也成了 1979年 2月登上

飞往中国飞机的首批团队成员之一。这架飞机从

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起飞，在印度加尔各答短暂

停留并加油后飞抵广州。一组中方领航员在广州

登机，并最终指引飞机抵达北京。随后中以双方进

行了为期一周的紧张谈判，为两国未来的军事科技

合作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以色列方面的此次访

华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就连美国国务院

最初也对此毫不知情。

在1979年上半年，不仅中以军备合作取得突破，

中埃军事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

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向国外提供军事装备一直

都是以无偿转让或赠予的方式进行。但到1978年当

邓小平表示中国应该引进更先进、特别是与空军相

关的技术来对现有军事装备进行升级换代时，来自

国防工业的报告指出飞机行业缺乏足够的外汇完成

这一任务，而之前的受援国仍然持续要求中国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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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的军用产品。邓小平表示看来中国必须也

要学会当“军火商”，即不应该排斥符合国际惯例的

正常军品交易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于 1979年 1月 21日正

式批准第三机械工业部(1982年更名为航空工业部)
成立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中航技，即China
National Aero-Technology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或 CATIC)，专门负责中国航空产品的外贸业务。

1979年1月埃及向中方询问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飞

机、发动机和零部件。中航技的工作人员从零开始

学习如何就军品销售展开商业谈判，并请中国驻埃

及大使姚广和武官孙丕荣帮助联系埃及政府和军方

领导层。在时任埃及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
ni Mubarak)的大力支持下，埃及方面最终接受中方

提议，两国于 5月签署了总成交额为 1. 67亿美元的

两份合同。中国总共将向埃及出口44架歼-6飞机、

6架歼教-6飞机、220台涡喷-6发动机、28台涡喷-8
发动机，同时提供相应的备件供应和发动机修理服

务。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首笔飞机军售出口协议，

并且2700万美元的预付款在同年7月就以电汇方式

快速到账。这批合同的签署为中国进行军品贸易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中国军工企业在未来进军中

东武器市场开辟了道路。

不过相较于中国与以色列和埃及关系的进展，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方面的互动显得更为曲折。实际

上，与此前中方看似冷漠地回应美国建议中以建立

联系的态度相比，中国其实对中沙关系的突破表现

出非常大的兴趣。在和布热津斯基的会谈中，黄华

就表示中方可以公开表达与沙特建立某种联系的愿

望，并且询问美国是否也可以对沙特施加相应的影

响。1978年下半年，中方在宣传上向沙特发起了一

波密集的示好。《人民日报》专门以大篇幅称赞沙特

阿拉伯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经济援助不仅促进了

“阿拉伯和非洲合作”，还增强了这些国家“抗击侵略

的能力”。这些报道除了称赞沙特对埃及、叙利亚

和约旦等前线国家以及巴解组织提供的大量财政援

助，还指出其向亚非拉许多国家提供贷款，支持了这

些国家在“工业、农业、水利、电力、交通、教育等许多

方面”的建设项目。

然而，沙特阿拉伯此时对中国大陆方面的示好

反应冷淡，反而在美台官方关系终止后加强了与中

国台湾地区的联系。1979年 1月，沙特阿拉伯曾多

次请求美国承诺保护沙特免受苏联的任何直接威

胁。到了2月份，南北也门之间的摩擦升级为全面

战争，沙特担心苏联支持的南也门会对其国家安全

构成威胁，选择加大了对北也门包括F-5E轻型战机

在内的军事援助，并开始试探向中国台湾地区请求

派遣飞行员前来支援的可能性。最终，中国台湾地

区派遣了80名空军飞行员身着沙特皇家空军制服、

持沙特护照前往北也门首都萨那。这些飞行员在

萨那街头甚至还多次与中国大陆支援北也门的工

程和医疗队成员相遇。考虑到这一情况，中国在

1979年基本停止了官方宣传工作上对沙特的示好，

取而代之的是以更加柔性的方式重新恢复了前往

圣地的朝觐活动。实际上这个举动给沙特方面带

来了相当不错的观感，也为后来两国逐步建立互信

打下了基础。

1979年 3月，埃以双方正式签署和平条约。这

宣告两国之间持续30多年的战争状态结束，但同时

也给中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考验。

无论萨达特如何努力解释这一条约具有“历史转折

点”的重要意义，愤怒的情绪依然在阿拉伯世界蔓延

开来。不久，阿拉伯联盟暂停了埃及的会员资格，

对抗阵线的势头更加强劲。而令华盛顿失望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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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的“温和国家”在公开场合对和平协议也

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或支持。因为面对不少民

众对于埃及和以色列单独媾和的不满，以及伊朗伊

斯兰革命后的宗教动荡浪潮，沙特和约旦两国此时

都对其君主统治的稳定性深感忧虑。因此，这两个

王国也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起断绝了与埃及的外

交关系。

尽管中国一直都对阿拉伯世界反对萨达特的声

音保持关注，但局势的发展显然还是让中方在此刻

陷入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因此，中国政府没有

明确对埃以和平条约公开表态赞成或反对，而是试

图在私下安抚那些愤怒的阿拉伯人，并在一定程度

上谨慎地表达了对和平条约中一些积极元素的认

可。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们在不同场合反复重申北

京坚定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

但也希望阿拉伯国家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

利益着想不要进一步孤立埃及。1979年9月下旬，

邓小平在北京接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

(Pierre Trudeau)时，相对直接但仍然谨慎地对和平进

程的局势进行了点评。实际上邓小平的表态也通过

特鲁多向外国媒体传播，很快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邓小平在和特鲁多的谈话中表示，他理解以色列和

埃及为什么要寻求和平，所以不会因此而指责他

们。邓小平同时指出“中国从来没有反对过以色列

的生存权利”，也“并不建议美国放弃以色列”，但在

中东地区遏制苏联的最好办法就是美国改变其目前

在阿以问题上的政策态度，尤其是需要支持至少在

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实体。三个月后，在

1980年 1月的严冬中，邓小平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前

来北京访问的穆巴拉克夫妇，再次展示了中国与埃

及之间的政治互信。很快中埃两国签署了新的合作

协议，其中也包括中方将向埃及出口更多的战机和

航空涡轮喷气发动机。

三、迈向独立自主的地区和平政策

虽然中国希望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协议能

够成为真正解决阿以冲突的先导，但在短期内局势

并没有完全依照这样的预期方向发展。从1980年年

中开始，虽然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保持平稳，但以色

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为了安抚

右翼选民因西奈半岛归还埃及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贝京选择在耶路撒冷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

以色列议会于1980年7月通过了名为《耶路撒冷：以

色列首都》的新基本法。这一试图吞并东耶路撒冷

的举动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广泛

谴责。《人民日报》载文批评利库德集团政府“色厉内

荏”，故意通过加剧紧张局势来转移以色列民众对本

国经济不满的注意力。8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以

14票赞成、1票弃权(美国)的结果通过第478号决议，

宣布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基本法“无效”并且“必须废

除”，同时呼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从耶路撒冷撤出其

外交使团。1981年，以色列不仅与巴解组织在黎巴

嫩南部地区发生激烈交火，并且直接攻击叙利亚军

队以支持黎巴嫩境内的马龙派武装，这些举动均引

起了中国媒体的负面评价。1981年6月以色列空军

轰炸伊拉克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后，中国伊斯

兰教协会会长张杰更是向伊拉克驻华大使表示，中

国穆斯林坚决支持“伊拉克人民和穆斯林兄弟们反

对以色列侵略的斗争”。

在阿以矛盾再度激化的同时，中美关系也面临

着新的困难。自1979年年底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

后，中国认为卡特政府的反应软弱，反复与美方沟通

直到美国最终批准向中国出售包括先进雷达和电子

计算机在内的非致命性军事装备，并且也不再反对

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盟国对华出售包含美国零配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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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和军用装备。但到1980年下半年，美国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在大选中占据上风并最终

于11月赢得选举。虽然里根倾向于对苏联采取更具

对抗性的政策，但此时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相较于

卡特显得并不友好。特别是里根竞选时在对台军售

问题上态度强硬，甚至威胁要考虑与中国台湾地区

重新建立官方关系。这些都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

影，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双边关系有倒退甚至彻底崩

溃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逐渐重新强调与第三世界

的联系，以期在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之外获得更大的

战略回旋空间。198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

论对外政策时就决定，今后要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工

作。在阿以冲突的问题上，中国依旧呼吁阿拉伯世

界加强团结，但也开始更加积极地恢复与巴解组织

的联系。

1981年 10月 6日，萨达特总统在开罗举行的年

度胜利阅兵中遇刺身亡。虽然穆巴拉克副总统很

快接替萨达特并控制住了局势，但在此情况下埃及

更加不可能像萨达特曾经承诺的那样，在推动阿以

全面和平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10月7日阿拉法特

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十多年来首次访华行程。虽然

分歧仍然存在，但双方进行了较为坦诚的沟通。邓

小平在会见阿拉法特时专门指出，阿拉伯世界的团

结非常重要，但阿拉伯世界的联合是离不开埃及

的。他希望巴解组织在处理同埃及的关系时要站得

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中国对于巴解组织的这一轮

支持在 1982年黎巴嫩战争期间达到了一个高潮。

1982年6月，以色列以驻英国大使被枪击为名，对黎

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和叙利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

全面进攻，并且迅速推进到贝鲁特郊区。中国各大

媒体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及其进一步加剧黎巴嫩内

战乱象的后果展开抨击，特别是对9月中旬发生在贝

鲁特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大屠杀进行了严厉

谴责。

从 1982年年中开始，伴随着对本国与第三世界

关系的重新定位，中国领导人更加频繁地表示他们

将修正此前在超级大国之间“非杨即墨”的政策倾

向。1982年8月21日在北京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哈维

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时，邓

小平着重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三个重点，即反对霸

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

和合作。邓小平指出，无论是霸权主义横行还是世

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都是第三世界，因此，第

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

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目前协调得不理想，这个问

题复杂得很，在这方面要做工作”，至于中国，虽然力

量和作用有限，但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也要尽到自

己的责任。除了考虑第三世界在“改变国际政治力

量平衡”中的重要性之外，中国领导层还开始更加认

真地研究和讨论第三世界市场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

的长远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
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提出“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并且明确新时期的外

交路线为“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自此，“一

条线”“一大片”战略被“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所取

代。关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邓

小平的解释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但

他特别强调，无论是从国际声誉还是现实利益的角

度出发，中国都绝对不当第三世界的所谓“头头”。

“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

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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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在与超级大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也更加坚

持具体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空洞的言辞。一方面，由

于入侵阿富汗后政治孤立和经济困难日益加剧，

1982年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去世前发表

“塔什干讲话”，成为苏联方面为试图解冻中苏关

系所释放的信号。不久之后，黄华作为中国政府

特使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领导人的葬礼并

同苏联外长举行会谈，取得了中苏关系迈向正常

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同时，北京和华盛顿

在经过数月的紧张谈判后，最终于 1982年 8月 17
日达成了一份在解读上有一定灵活性的联合公

报。在以这种方式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模糊的共

识后，中美双方高层得以暂时搁置分歧，重新致力

于在安全、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等许多方面改善和

加强双边关系。

虽然中美两国就双边关系达成了新的谅解，但

中国逐渐对美国进一步斡旋阿以冲突以实现中东和

平一事失去了信心。在 1981年年底时，中方认为上

台不满一年的里根新政府基本继承了卡特政府开启

的和平进程与埃以戴维营协议，“并且想逐步扩大参

加国的范围，预示最终还得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打

交道”。同时希望美国“如能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

则对缓和这个战略地区的各种矛盾，减少苏联浑水

摸鱼的机会，将起着积极作用”。但随着1982年一

年里美国政府在面对黎巴嫩战争时进退维谷的表

现，中国对美国推进中东和平的诚意和能力都产生

了深深的怀疑。

一方面，在对于中东和平这样一个需要长期投

入的复杂问题上，美国政策的稳定性表现出容易受

到两党制下领导人更迭严重影响的一面。相较于卡

特，里根自己其实并不关心中东问题。就连其亲密

盟友、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也评价，里根似乎

从未对中东地区表现出“丝毫兴趣”。另一方面，在

黎巴嫩战争全面爆发后，里根政府匆忙推出所谓关

于中东和平的新倡议。以色列政府断然拒绝了这一

倡议，而美国政府也无能为力，这使其在约束以色列

行为方面的无能暴露得更加明显。到了1982年底，

中国明确指出，美国政府依旧忽视阿拉伯和巴勒斯

坦人民的民族愿望，因此肯定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解

决阿以之间的矛盾。特别是里根政府所谓的新方案

“并未作实质性改变，仍是偏以轻阿”，所以不可能全

面、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越来

越强烈地意识到，美国国内政治对美国的中东外

交构成了几乎难以克服的限制和阻碍。《人民日

报》在 1982年就专门评价，“美国政府内外，各种权

势集团，各种谋士、说客，应有尽有”。在里根入主

白宫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保守主义利益集团主张

里根政府应该“以保守主义治天下”，而对于像巴

勒斯坦人民的民族主义，“都视为异端而主张必须消

灭之为快”。

鉴于美国缺乏在可预见的未来为中东带来真正

和平的能力，中国决定不再追随或积极配合美国的

地区政治秩序设计，而是更注重发挥自身优势与该

地区所有各方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推动中东地

区在未来达成真正的和平与安全。尽管在黎巴嫩战

争期间中国毫不讳言地对以色列的一系列行为提出

严厉批评，但80年代初中以之间的军事关系仍在持

续发展。第一批以色列制造的先进坦克炮弹在这一

时期运抵中国，加强了中国在北方边境防御中的装

备力量。同时，五次中东战争的实践和教训也证

明，军事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阿以和巴以冲突问

题。因此，中国密切关注地区政治的发展与局势缓

和的迹象，尤其是阿拉伯方面任何以集体方式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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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阿以冲突的提案。

其实在 1981年，中国就已经注意到沙特王储法

赫德(一年后继位成为沙特国王)提出的和平计划，并

将其视为“解决长达 3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

明确建议”。1982年 9月，阿拉伯联盟在摩洛哥的

非斯举行第十二届首脑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在约

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推动下，会议制定和发布

了名为《中东和平计划》的重要文件。这份文件呼

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同时也含蓄地承认

了以色列的生存权。中国认为该文件尊重巴勒

斯坦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的根本

利益，而在此基础之上的和平谈判是解决中东问

题的正确出路，因此对非斯方案持非常正面和积

极的评价。《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评价非斯方

案是“自从 1948年阿、以争端发生以来，阿拉伯国

家共同提出的第一个建设性的、比较现实的解决

中东问题的方案，是广大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

民意愿的明确体现”。

与此同时，阿拉伯方面也期待自身的集体倡议

得到各个大国的支持。因此在1982年12月，约旦国

王侯赛因率领阿拉伯高级别联合代表团访华，同行

的还有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以

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约旦、突尼斯和沙特

阿拉伯六国的外交部长或大臣。这次访华行程专门

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从 12月 5日开始的两天时间

里，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轮流会见了阿拉伯联合代

表团。在会谈中，侯赛因国王直接指出非斯方案的

第七条提及“这一地区各国”就是含蓄地承认了以色

列的存在，并且明确希望中方理解和支持这一试图

通过和平方式全面解决阿以争端的计划。中国总

理对阿拉伯方面以如此高规格的方式前来通报情况

深表感谢，并回应中方完全赞赏和支持非斯方案。

中方重申了本国关于解决阿以冲突的三个根本性

立场，即以色列必须撤出 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

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自决

权应得到恢复，以及中东各国都有独立和生存的

权利。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活动，中方也表明自身

越来越有兴趣发展与阿拉伯方面的经济联系，而

不仅仅只是支持他们的政治立场。中方在会谈中

反复强调，中国人民同阿拉伯人民之间有着传统

的友谊，无论在反帝、反殖和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

的斗争中，还是在发展民族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

的共同事业中。这种更加注重经贸合作的意向也

体现在中国外长与阿拉伯六国外长的单独会晤

上。黄华借此机会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进

行了长谈，表达了中方与沙特加强民间友好交流

的愿望。这一次，沙特亲王感谢中国支持法赫德

国王的和平计划和阿拉伯人的“正义事业”，并同

意随着中沙经贸文化关系的不断发展，未来两国建

交自然会“水到渠成”。

从12月7日起，这次访问的第二阶段活动开始，

即约旦侯赛因国王正式开始了自1977年中约建交以

来首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在访问期

间，约旦国王向中国领导层详细了解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相关理念和目标，并认为中国的发展计划对约

旦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特别是在和邓小平的会

面中，侯赛因国王一直笔挺端坐。他的礼貌举动以

及对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浓厚兴趣给中国领导人留

下了良好的印象。在侯赛因国王告别后，邓小平私

下和中方翻译称赞道，这位国王彬彬有礼，颇有“绅

士风度”。在这次会晤双方极为友好的氛围的推动

下，中国与约旦的贸易合作开始驶入快车道。从更

宏观的范围来看，中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贸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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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从1977年的约8.5亿美元大幅增长到1982年的

33亿美元。同时，为了更好地探索和理解中东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全国性的中国中东学会也于

1982年成立，并在此后逐步成长为推动中国中东研

究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机构。

结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苏联加大了对全球多个

区域的战略扩张，而美国卡特政府则谋划缓和阿以

冲突，并为此积极寻求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将

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和平计划视为遏制和削弱苏联在

第三世界、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的机会。不

过，中国并没有被动和消极地等待计划实施，而是在

向埃及提供大量政治和物质支持的同时，积极敦促

美方放弃重启美苏作为联席主席的日内瓦会议机制

并平衡阿以双方诉求，最终有力地推动了和平进程

的启动。

在这一过程里中国与埃及、以色列和沙特阿拉

伯等地区重点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

进，而出于一系列国际和国内考虑，美国也鼓励其中

东盟友与中国建立联系。然而，埃及与以色列之间

的戴维营协议和双边和约并没有给整个中东带来全

面和平，1980年以色列通过《耶路撒冷法》和1982年
爆发的黎巴嫩战争反而恶化了地区局势。在中国看

来，地区冲突困境与和平进程僵局的主要问题正是

在于美国既没有充分尊重阿拉伯人的诉求也未能很

好地约束以色列的行为。虽然美国试图证明有足够

的决心和力量阻止中东局势走向完全失控，但却缺

乏给该地区带来真正持久和平的政治智慧和能力。

从 80年代初起，中国逐步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

方针，在超级大国之间不再“非杨即墨”。而随着超

级大国对中东的关注度降低，中国不愿再追随或积

极配合美国的地区政治秩序设计，而是把大部分精

力投入到与该地区各方培育更具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上，这也成为中国“告别冷战”历史进程的又一例证

和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全球冷战”(Global Cold War)概念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冷战年代里不同地区和国

家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本文也同样尝试

揭示一些在常见的冷战大国关系叙事中容易被忽视

的重要线索。

比如中国在这一时期与埃及和以色列的军备合

作关系中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务实态度。在改革开

放初期中国为经济建设而削减国防开支，军工领域

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保持生产线运转的同时引

进技术以追赶世界先进潮流。因此，中国对埃及的

军事装备出口以及以色列对华武器与技术转让可以

说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重

要作用。

同时，即使是中美关系史这一热门学术研究领

域也依然有众多新课题的拓展空间。特别是在冷战

中后期，中美在各种问题上的相互交流既塑造着两

国看待彼此的方式，也影响了各自对世界不同地区

政策的形成。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深入探究20世纪70年代

末至80年代初中国、美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动

因及影响，不仅可以提供新的视角去考察中美在全

球事务中的复杂联系、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

演变以及中国主动“告别冷战”的历史进程，或许也

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直到今天中国在处理中东问

题时对于地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与共同繁荣的不

懈追求。

注释：

①对冷战中后期中美关系的研究主要参见Ennco Fard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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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FOREIGN AFFAIRS

From "Aligning with the US to Contain the USSR" to an Independent Regional

Peace Policy: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1977-1982)

She Gangzheng

Abstract：Faced with the Soviet Union's global strategic expansion in the mid-to-late 1970s, China put forward a se⁃
ries of policy propositions on the Middle Eastern issue based on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aligning with the US to contain the
USSR". China proactively supported the efforts of regional countries to break away from Soviet control, questioned and boy⁃
cotted the Geneva Conference mechanism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served as co-chairmen, and re⁃
peatedly warne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t must balance the demands of both parties when promoting peace among the Arabs
and the Israelis. Such a series of positions and activities by China became one of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launch of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promo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process, China's relations with key regional countries such as
Egypt,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have also been improved to varying degrees. In the 1980s, while China was reconsider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both superpowers and the Third World, the US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expose its limitations in continuing
to promote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in an objective and fair way. As an important step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bid "a farewell to the Cold War", China firmly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an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for the re⁃
gional peace. By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ies with all parties in the Middle East, China started look⁃
ing for its own role in supporting this region to achieve lasting peace, universal secur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Global Cold War; Arab-Israeli Conflict;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Aligning with the US to Contain
the USSR";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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